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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使用 2007—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

数据, 以中欧班列开通为准自然实验, 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方法, 基于辐网效应理论

实证考察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企业出口韧性的因果效应, 并构建了理论模型探究

两者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中欧班列的开通显著提升了核心站点辐网范围内

中国企业的出口韧性, 同时验证了辐网效应的存在和影响边界; 中欧班列主要通过

增强内部贸易网络效应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韧性; 中欧班列开通对产品多样化、 所

在地区交通运输网络密集和风险敞口较高的中国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效果更加显

著。 本文为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安全稳定提供了新的证据, 为打通制约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关键堵点提供了可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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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出口韧性的提升与企业出口的安全稳定紧密相关, 其本质是经济个体在面临外

部环境冲击下能否抵抗、 恢复、 自我更新和重新定位, 保障其在国际贸易中降低来

自于冲击的负面影响并加速恢复出口 ( Martin, 2012) [1] 。 而发展中国家国内运输

基础设施薄弱常常被认为是其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障碍 ( Coşar
 

and
 

Demir,
2016) [2] , 中欧班列为中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2022 年上半年,
中国与中欧班列目的国进出口额达 3. 4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7. 3%, 进出口值占我国

同期外贸进出口总值的比例在 17. 4%左右①。 中欧班列进出口货值在中欧贸易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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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比重在 2021 年已达到了 9%以上①。 当前, 中国面临复杂的经贸关系, 本研究

提出了一个新颖且独特的视角: 跨境铁路运输对中国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 随着中

欧班列软硬联通②的有机结合, 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合作更加频繁, 为企业走出去提

供支撑平台 (吕越等, 2022) [3] 。 随着 2011 年中欧班列的开通, 受到中欧班列影

响的企业出口韧性表现更加优异。 中欧班列的开通使核心站点周边企业参与进来,
加剧了企业间的竞争并促进企业调整出口行为, 提升核心竞争力 ( 孙林等,
2023) [4] , 间接稳定了企业的出口。

当前, 增强韧性成为主要经济体维护产业安全的共同选择 ( 史丹等,
2022) [5] 。 在国际贸易领域, 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生存等方面已有学者探究 (陈勇

兵等, 2012[6] ; 易靖韬和蒙双, 2018[7] ), 这与出口韧性具有共性, 旨在研究出

口的稳定性, 论证了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性, 但较少有学者从微观视角切入考

察。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企业出口, 这是目前的一个研究热点。 Volpe
 

和
 

Blyde (2013) [8] 以秘鲁地震为外生冲击, 研究发现道路损坏降低了受影响企业的

出口量。 同时,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导致运输时间缩短的直接成本效应和贸易成本降

低的间接成本效应 (李兰冰和张聪聪, 2022) [9] , 提升时间效力对于时间敏感产品

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Coşar
 

and
 

Demir, 2016; 唐宜红等, 2019) [10] 。 中欧班列运

输费用约是空运的 1 / 5, 运输时间约是海运的 1 / 4, 具有时效性③。 刘斌等

(2022) [11] 研究发现中欧、 中亚班列的开通显著促进了城市出口。 以上学者验证了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 但尚未探究其是否影响企业的出口稳

定。 白重恩和冀东星 (2018) [12] 从交通成本下降的角度探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对地区贸易增长率的影响, 贺灿飞和陈韬 (2019) [13] 研究发现相关多样化高的产

业的短期出口韧性更低, 而刘慧和綦建红 (2021) [14] 从出口多元化的角度出发,
发现市场多元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韧性。 以上文献的一个核心主题是行业、 市

场的关联是否会作用于出口韧性, 与目的国市场关联程度的加深对企业出口韧性的

影响是不确定的。
本文认为中欧班列主要通过贸易网络效应作用于企业的出口韧性。 Sammarra

 

和
 

Biggiero (2008) [15]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发现企业间的集聚促进了彼此之间信

息的交流, 孙浦阳等 (2022) [16] 进一步从同群效应的视角验证了企业间的信息传

递作用。 胡昭玲和高晓彤 (2022) [17] 研究发现企业贸易网络能够提升企业的出口

恢复能力。 以上学者探究了贸易网络效应的存在, 一方面, 贸易网络效应能够提升

经济主体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 个体间的频繁互动也会通过传导效应放大, 从而降

低出口韧性 (贺灿飞和陈韬, 2019), 具体方向是不确定的。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第一, 拓展了企业出口韧性的相关研究, 已有学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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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主体在不同地区 (贺灿飞等, 2019) [18] 、 面临外部需求冲击 (贺灿飞和陈

韬, 2019; 刘慧和綦建红, 2021)、 数字化转型 (魏昀妍等, 2022) [19] 的出口韧

性差异, 较少文献考察跨境铁路运输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因果效应; 第二, 结合中欧

班列开通与企业出口韧性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理论模型, 并把贸易网络效应引入到模

型中; 第三, 为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选路径, 不同特征的企业

在中欧班列冲击下的出口韧性提升存在差异, 拓展了可选的政策路径; 第四, 创新

性地使用异质性处理效应缓解了交错双重差分 (DID) 估计中存在的问题, 将已处

理组和退出处理组的样本精确区分。

二、 理论模型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探究企业在受到中欧班列开通的外部正向冲击时出口韧性的

变化, 并假设企业拥有来自不同目的国的消费者, 消费者的需求偏好相同, 在开放

经济条件下, 市场是出清的, 企业间在冲击前满足共同趋势。
本文在 Duranton

 

等 (2014) [20] 的理论模型上进行拓展。 当企业规模报酬不变

时, 生产函数为:
Qi = AiNi (1)

其中, Qi 为企业 i 的产量, Ai 为企业 i 的生产率, Ni 为企业 i 的劳动供给。 目的

国 j 的消费者对于所有企业 i 的消费为 qij , 其效用函数为:

U j =[∑ I

i = 1∫
1

0
qij(ω)

σ-1
σ dω]

σ
σ-1 (2)

其中, σ 为替代弹性, σ > 1, ω 为差异化产品的标识, 有 I 家企业。 消费者预

算约束为:

W j ≥ ∑ I

i = 1∫
1

0
P ij(ω)qij(ω)dω (3)

其中, W j 为目的国 j 的工资, P ij 为目的国 j 消费企业 i 产品的价格。 在均衡状态

下, 所有企业和产品都能自由进出市场, 且劳动力市场是自由开放的。
设 X ij 为目的国 j 用于企业 i 生产品种的消费支出, 实际表示为企业与目的国之

间的贸易额。 在预算约束下, 公式 (2) 一阶条件下的 X ij 为:

X ij = P ijQij =(
PPPPPPPPPPPPPPP j

P ij
)

σ-1

N jW j
 (4)

其中, PPPPPPPPPPPPPPP j 为目的国 j 的价格指数, N j 为目的国 j 的消费者数量。 公式 (4) 给出

了目的国 j 对企业 i 的进口需求。 为了引入运输成本, 本文假设一个单位的产出从

企业 i 到达目的国 j 时, 出口企业必须运送 τij ≥ 1 个单位, 即冰山成本, τij 为企业 i
将产品运输至 j 国的运输成本。 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其价格等于边际成本:

P ij = τij

Wi

Ai

 (5)

其中, Wi 为企业 i 的劳动成本, Ai 为企业 i 的生产率。 将公式 (4) 和公式 (5)
联立, 得到从企业 i 到目的国 j 的贸易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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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j =(
Ai

Wi
)

σ-1

[∫1

0
τ1-σ
ij dω] PPPPPPPPPPPPPPPσ-1

j N jW j
 (6)

根据公式 (6), 本文验证了企业 i 到目的国 j 的贸易额 X ij 与对应运输成本 τij

之间的关系, 运输成本越低则出口额越大。
但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参与中欧班列, 尽管李佳和闵悦 (2022) [21] 利用中

欧班列的班列补贴衡量了中欧班列带来的运输成本下降, 但是对于长期、 动态的跨

境交通运输经济效应识别仍要从实际的运输成本探究企业参与的动机。 本文参考

Felbermayr
 

等 (2019) [22] 的思路探究企业只有在新的运输成本 (即参与中欧班列

所承担的运输成本) 低于传统方式运输成本的情况下, 企业才会选择中欧班

列, 即:
τnew
ij distnewij < τold

ij distoldij (7)
其中, τnew

ij 和 τold
ij 分别表示企业选择新的 (如中欧班列) 和传统 (如海运) 运

输方式的单位运输成本, distnewij 和 distoldij 则分别表示企业新的 (如中欧班列) 和传统

(如海运) 运输方式的运输距离。 此时, 存在一个临界值 τ∗
ij dist∗

ij 使两种方式的运

输成本相等。 那么如何界定该临界值? 根据 Krugman (1991) [23] 的中心—外围模

型, 企业会收敛于节点城市, 进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心。 本文参考王雄元和卜落凡

(2019) [24] 的思路引入辐网范围 Φ∗ (即企业与中欧班列核心站点在一定范围内的

距离) 替代该临界值, 当企业在辐网范围内, 由于企业与核心站点的距离更近,
会主动参与中欧班列并出口至欧洲市场, 国内运输距离也转为企业与核心站点间的

距离, 国内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 而当企业在辐网范围外, 会因机会成本过高而不

参与中欧班列①。
此时, 企业 i 到目的国 j 的运输成本因中欧班列的开通而发生变化:

τij =
τij, Φi ≥ Φ∗

τ∗
ij , Φi < Φ∗&opening{

 

(8)

其中, τij 和 τ∗
ij 分别表示企业传统运输和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 且 τij > τ∗

ij , 同

时, Φi 表示企业 i 与核心站点之间的距离②。 opening 表示只有当企业在中欧班列开

通后且位于辐网范围内, 企业才会参与中欧班列并承担新的运输成本。 基于公式

(8), 本文获得了两种运输成本, 传统运输成本 τij 和中欧班列的运输成本 τ∗
ij , 本

文进一步探究中欧班列开通与企业出口韧性之间的关系。
本文借鉴贺灿飞等 (2019) 的做法, 构建企业—四位数产品—目的国—年份

维度的出口韧性 ( resilienceijpt ), 采用 2009—2014 年企业—四位数产品—目的国

的出口额增长率与 2008 年相应的出口额增长率之差表示企业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出

口韧性,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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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于东部港口附近的企业, 企业本身就承担较低的国内运输成本 (即企业运输至港口), 那么企

业如果参与中欧班列就会面临更高的国内运输成本 (即企业运输至核心站点)。
②本文假设: 当 τnewij distnewij ≥τoldij distoldij 时, Φi ≥Φ∗ ; 当 τnewij distnewij <τoldij distoldij 时, Φi <Φ

∗ 。 该公式表明,
企业只有在中欧班列运输成本低于传统海运运输成本的情况下, 才会选择中欧班列进行出口。



resilienceijpt = rateijpt - rateijp2008 (9)
其中, resilienceijpt 表示企业 i出口至目的国 j产品 p在 t时期的出口韧性, 该值

越小表明后金融危机期间出口增长率越接近 2008 年, 出口反弹越乏力, 出口韧

性越低, rateijpt 和 rateijp2008 表示相应的后金融危机时期和 2008 年的出口额增长率。
假说 1: 中欧班列的开通使辐网范围内的企业比辐网范围外的企业出口韧性明

显提升。
在 2011—2014 年期间, 当企业 i 所在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 辐网范围内企业

可能参与中欧班列从而承担更低的运输成本 τ∗
ij , 此时企业 i 面临新的出口额 X∗

ij ,
由于 τij > τ∗

ij , 因此 X∗
ijt > X ijt 。 此时, 对于辐网范围内且所在地区中欧班列开通后

企业 i 的出口增长率为:

rateopeningijpt =

X∗
ijpt - X itp, t -1

X ijp, t -1
, year = opening

X∗
ijpt - X∗

ijp, t -1

X∗
ijp, t -1

, year > opening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10)

对于辐网范围外或中欧班列开通前的企业 i 的出口增长率为:

ratenon-openingijpt =
X ijpt - X ijpt -1

X ijpt -1
(11)

本文假设不同企业在政策前满足共同趋势, 因此所有企业都在 2008 年经历了

相同趋势的出口额变动, 即: rateopeningijp2008 ≡ ratenon-openingijp2008 。 由于 X∗
ijt > X ijt , 根据公式

(9) 和公式 (10), 可以推导出辐网范围内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期间的出口额增长率

大于辐网范围外企业, 即:

resilienceopening
ijpt

- resiliencenon-opening
ijpt

= rateopening
ijpt

- ratenon-opening
ijpt

> 0
 

(12)

公式 (12) 表明, 对于辐网范围内的企业, 其出口韧性大于辐网范围外的企

业, 中欧班列的开通显著提升了受冲击企业的出口韧性。
假说 2: 中欧班列的开通能加强内部贸易网络效应, 促进企业在区域内的集

聚, 并作用于企业的出口韧性。
本文在闫志俊和于津平 (2019) [25] 的理论模型上进行拓展, 假设企业面临的

要素价格为 ( ri, Wi, PI
i, P j

i, Ti)。 其中, ri 为外生给定的利率水平, Wi 为企业面

临的工资水平。 PI
i 为进口中间品价格指数, P j

i 为企业出口到目的国 j 产品的价格, Ti

为企业面临的知识要素成本。 主要存在两种外生变化促进内生贸易网络效应的形

成: 第一, 中欧班列的开通作为外生冲击促进了数字化平台和物流平台双通道的构

建①, 大幅降低了企业获取知识的成本 Ti (如目的国市场信息等) , 吸引更多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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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与数字化的交互, 构建了中欧班列信息化服务平台, 结合物联网技术的运用, 实现了车、 箱、
货全程信息管控。



业将厂房设立在中欧班列辐网范围内; 第二, 中欧班列的开通使企业间形成同群

效应, 已参与的企业由于班列开通而扩大了出口市场份额 (刘斌等, 2022) , 吸

引周边企业积极参与 (孙浦阳等, 2022) , 有利于形成企业间的模仿跟随效应。
两种因素共同促进了内部贸易网络效应的形成, 本质是企业间集聚效应的增强。

集聚效应增强促进了知识溢出和信息传递, 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 Ai ( Au-
dretsch

 

and
 

Belitski, 2020[26] ; 陈安平, 2022[27] ),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物流效率,
企业能够共同承担物流成本, 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综合运输成本 τij 。 结合公式 (6)
和公式 (9), 企业因内部贸易网络效应所引致的生产率提高和运输成本降低使企

业出口增长率提升, 促进企业出口韧性的提高。
假说 3: 中欧班列的开通能加强外部贸易网络效应, 促进企业与目的国之间的

贸易联系, 并作用于企业的出口韧性。
本文借鉴胡昭玲和高晓彤 (2022) 的方法将贸易成本分为固定成本 ( Fijp ) 和

冰山成本, 前者为与出口目标贸易关系相关的政策手续、 营销以及铺设零售分销链的

成本, 与出口规模无关。 假设企业的固定成本主要与企业贸易网络水平有关:
F ijpt = F(Enetijpt)

 

(13)
其中, Enetijpt 表示企业的外部贸易网络, 包含企业在某一贸易关系中断前的出

口强度 (出口额) 和出口联系紧密度 (是否同时出口与该贸易关系相近的产品或

目的地) 两个维度的信息。 企业的外部贸易网络效应主要受出口强度和出口联系

紧密度的影响, 且 F ijpt / Enetijpt < 0, 即外部贸易网络效应越强, 企业固定成本

越低。
首先, 中欧班列的开通提高了企业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强度。 随着核心站点的开

通, 辐网范围内的企业大幅降低了其国内运输成本 τij (由港口运输扩展为铁路运

输, 缩短了企业与出口站点的距离), 提升了企业的出口额, 刘斌等 (2022) 也验

证了类似的结论。 其次, 中欧班列的开通加强了企业与欧洲市场的联系紧密度。 中

欧班列主要运输工业制成品和机械产品, 产品结构与欧洲市场具有贸易互补性, 深

化了企业与欧洲市场的贸易联系。 两种因素共同促进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外部贸

易网络效应的外生作用, 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
随着企业外部贸易网络效应的加强, 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 最终提高了企

业的出口增长率, 企业出口韧性显著提升。 在中欧班列引致的外部贸易网络效应

促进企业出口韧性提升的过程中, 存在出口额内生增长现象, 出口额内生于企业

出口韧性, 在第一阶段 (中欧班列与外部贸易网络效应) , 因中欧班列引致的运

输成本下降而提升了企业的出口额, 第二阶段 (外部贸易网络效应与企业出口

韧性) , 也因出口额提升引致的外部贸易网络效应促进了固定成本的下降, 最终

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增长率, 理论上解释了外部贸易网络效应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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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欧班列方向与贸易网络效应的内在机理

三、 典型事实、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一) 典型事实

2011 年, 重庆中欧班列的开通标志着中欧班列的正式运行。 从 2011 年开行至

2016 年 “中欧班列” 统一品牌启用, 中欧班列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截至 2021 年底,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4. 9 万列, 通达欧洲 23 个国家的 180 座城市, 促进了国际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①。 在中欧班列开通的早期阶段 (2011—2014 年), 核心站点的规划呈现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异质性特征, 东部地区核心站点是以所在省份出口占比较多

的非省会城市设立核心站点, 而中西部地区则是以中西部省份的大型省会城市设立核

心站点。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截至 2014 年, 本文根据核心站点的开通时

间选取重庆、 成都、 长沙、 武汉、 郑州、 东莞、 苏州、 义乌、 合肥共 9 个站点②, 各

个站点的开通时间、 沿线国家和目的国存在差异。
(二) 样本选择和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 2007—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 参考余淼杰

(2013) [28] 的方法, 根据企业名称和年份进行一对多匹配。 匹配后的数据处理如

下: 一是保留运输方式为陆路运输 (含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 的样本③; 二是剔除

非毗邻中欧班列省份的样本; 三是剔除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的样本; 四

是剔除企业名称缺失的样本; 五是剔除企业开通月份大于 12 或小于 1 的样本; 六

是保留出口产品的样本; 七是保留中欧班列目的国的样本④; 八是进行 1%和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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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欧班列发展报告 (2021) 》。
中欧班列核心站点详情可参考 《南方经济》 第 2 期 《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

整———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剔除江海运输样本能够尽可能减少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的政策前差异。

 

根据中国 “一带一路” 网 ( https: / / www. yidaiyilu. gov. cn / numlistpc. htm), 中欧班列是直达班列, 以

欧洲市场为主要目的市场, 本文保留了数据中企业出口国为中欧班列参与国的样本, 具体为: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英国、 丹麦、 爱尔兰、 希腊、 葡萄牙、 西班牙、 奥地利、 瑞典、 芬兰、 马

其他、 塞浦路斯、 波兰、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 爱沙尼亚、 立陶宛、 斯洛文尼亚、 拉脱维亚、 罗马尼

亚、 保加利亚。 由于至英国班列 2017 年开通不在数据范围内, 剔除英国和爱尔兰。



分位的缩尾处理; 九是样本聚类到企业层面; 十是保留企业存续两年的样本。 最后

得到共计 51
 

375 家企业和 368
 

322 个观测值。
(三) 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1. 企业出口韧性的测度

本文借鉴贺灿飞和陈韬 (2019) 的方法, 将企业当年出口增长率与 2008 年出

口增长率的差值作为企业—年份层面出口韧性的指标。 该指标越小表明后金融危机

期间出口增长率越接近 2008 年, 出口反弹越乏力, 出口韧性越低。
2. 中欧班列虚拟变量

本文借鉴王雄元和卜落凡 (2019) 的做法, 将企业与中欧班列核心站点的辐

网范围作为企业是否受到中欧班列开通冲击的指标。 在辐网范围内, 如果企业在当

年受到了中欧班列开通的显著影响, 那么虚拟变量取值为 1, 否则为 0。 本文在不

同辐网范围以中欧班列开通系数是否在 5%的水平性上显著为依据, 以识别辐网临

界距离①。
3. 作用机制变量

(1) 内部贸易网络。 本文在借鉴苏丹妮等 (2020) [29] 测算企业间的产业集聚

水平 ( aggicut ) 的基础上, 进一步引入企业出口贸易额 ( valueit ), 以衡量企业间

贸易网络下的集聚程度, 公式如下:

aggicut =
(Empcut - Empicut) / Emput

Empct / Empt

× ln(valueit) (14)

其中, i 表示企业, c 表示企业所属的行业, u 表示企业所在地区, t 表示企业所

在年份。 分子表示剔除 c行业企业 i 自身就业人数 ( Empicut ) 后 t 年 u 区 / 县 c行业

的就业人数 ( Empcut ) 占 u 区 / 县就业人数 ( Emput ) 的比例; 分母表示 t 年全国

c 行业就业人数 ( Empct ) 占全国总就业人数 ( Empt ) 的比例。 本文选取的地区

为区 / 县层面, 能够精确地反映中欧班列开通促进内部贸易网络效应的事实, 并对

内部贸易网络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2) 外部贸易网络。 本文借鉴胡昭玲和高晓彤 (2022) 测算市场关联度的方

法, 作为企业外部贸易网络程度的代理变量, 公式如下:

dnetidp = ∑ d≠j
(exportshareidp ×

exportdp
importdp

)
 

(15)

其中, i表示企业, d 表示目的国, p 表示产品。 dnetidp 表示企业 i出口 p 产品到目

的国 d 的外部贸易网络程度。 exportshareidp 表示企业 i 向 d 国出口 p 产品占企业 i 总
出口的比重, exportdp 表示中国向 d 国出口 p 产品的总出口额, importdp 表示 d 国 p 产

品来自中国的总进口额。 本文对外部贸易网络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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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 当距离中欧班列核心站点 50km 范围内的企业的出口韧性在班列开通后显著提升, 而范围外则

没有显著提升, 就说明 50km 内的企业受到了中欧班列开通的影响。 本文通过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根据样本内

企业、 核心站点所在省、 市、 区以及详细地坦获取经纬度数据, 并爬取中欧班列核心站点的经纬度数据, 使

用 Stata 计算企业与核心站点之间的距离。



4. 控制变量

第一, 当存在负向外生冲击时, 规模较小的企业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冲击 (盛

斌和毛其淋, 2015) [30] , 并且企业规模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企业是否参与中欧班列,
本文选取企业总资产的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 第二, 控制企业的资产负债

率, 面临不同财务压力的企业在出口绩效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 Feenstra
 

and
 

Roma-
lis, 2014) [31] , 选取负债与资产的比重来控制企业经营活动的能力; 第三, 控制企

业经营年数, 新进入企业与存活企业的出口行为存在差异 (Bems
 

and
 

Di
 

Giovanni,
2016) [32] , 新进入企业可能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更加灵活地调整其出口, 存活时

间长的企业更会由于积累了一定的市场经验而参与中欧班列; 第四, 控制企业劳动

生产率, 企业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 可能会影响其出口的稳定性; 第五, 组织效率

也会影响企业出口行为 (易靖韬和蒙双, 2018), 本文加入管理费用与利润的比值

作为组织效率的代理变量进行控制。
(四) 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表 1 可知, 企业出口韧性 ( resilienceit ) 的范围在 ( -2. 1554, 2. 1653) 之

间, 标准差为 1. 4063, 表明企业之间的出口韧性具有显著差异。 同时, 受中欧班

列开通冲击的企业 ( Dit ) 的均值为 0. 1399, 表明样本内 13. 99%的企业受到了中

欧班列开通的影响, 为本文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提供了数据资

源和基础。

表 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解释说明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resilienceit 企业 i 在 t 年的出口韧性 51
 

554 0. 0592 1. 4063 -2. 1554 2. 1653

Dit
企业 i 在 t 年受到中欧班列开
通影响取 1, 否则取 0 120

 

294 0. 1399 0. 3469 0 1

lnsizeit 企业 i 在 t 年的总资产对数 120
 

294 11. 0456 1. 4645 8. 0507 15. 1934

llrit
企业 i 在 t 年的总负债与总资
本的比重

107
 

437 -0. 6785 0. 6818 -3. 2917 0. 4916

existit 企业 i 在 t 年的经营年数 120
 

294 10. 0732 5. 8968 1 35

lntfpit
企业 i 在 t 年总产出与员工人
数的比重

119
 

478 5. 7447 1. 0010 3. 6191 8. 6918

lnmpit
企业 i 在 t 年管理费用与总利
润的比重

101
 

270 0. 2293 1. 6338 -3. 7022 4. 7292

aggicut
位于 u地区 c行业的企业 i在 t
年的贸易产业集聚水平

120
 

288 0. 0548 0. 1281 0 1

dnetidpt
企业 i 在 t 年出口至 d 国 p 产
品的外部贸易网络程度

120
 

294 0. 0212 0. 1171 0 1

(五)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两种策略使用交错 DID 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
第一, 以中欧班列核心站点所在省、 市的陆路运输出口企业为处理组, 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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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运输出口企业为对照组; 第二, 以核心站点辐网范围内采用陆路运输的出口

企业为处理组, 其他陆路运输出口企业为对照组。 同时, 由于中欧班列核心站点

开通时间不一致, 不同地区的企业受到政策冲击的时间具有差异, 基准模型设计

如下:
resilienceit = β0 + β1Dit + X it + ρi + φt + γc + εij

 (16)
其中, i表示企业, t表示年份, c表示行业。 resilienceit 表示企业 i在 t期的出口韧

性。 Dit 主要识别陆路运输出口是否受到中欧班列开通的影响, 若是则取值为 1, 否

则取值为 0①。 同时, 引入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 经营年数、 劳动生产率和组织

绩效等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 X it )。 此外, ρi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 如控制企业对欧

洲市场的出口经验; φt 表示年度固定效应, 如控制某年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γc 表

示行业固定效应, 如某行业的市场势力; εij 表示企业 i 在 t 年未被观测的随机误

差项。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结果

本文采取两种实证策略: 一是以中欧班列核心站点所在省、 市的陆路运输企业

为处理组; 二是以距离核心站点 100km 为临界距离内的陆路运输企业为处理组。
如表 2 所示, 在以核心站点所在省、 市受冲击企业为处理组的实证策略下, 在中欧

班列核心站点省份内的企业和省份外企业的出口韧性没有显著差异, 而所在市的受

冲击企业比其他企业出口韧性更高。 如表 2 第 (2) 列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为 0. 239, 在 1%的水平性上显著, 表明在中欧班列开通下, 核心站点所在市企业

的出口韧性比城市外的出口企业提升 27%②。 该结果表明, 中欧班列的开通能够显

著影响站点周围企业的出口韧性, 促进出口的安全稳定。 同时, 中欧班列对企业出

口韧性辐网范围的影响是有限的, 仅仅能作用于开通中欧班列的地级市范围。 可能

的原因在于, 与城市范围外的企业相比, 城市内企业与核心站点距离更近, 且企业

更加集中, 能形成良性互动, 降低非贸易成本。
实际上, 策略一中处理组仅展示了省、 市范围内受冲击企业, 实际情况可能是

未参与中欧班列的邻省、 市企业可能借助周边省、 市的核心站点出口至欧洲。 本文

将通过实证策略二进一步验证中欧班列开通的辐网效应。 结果如表 2 第 (3) —
(6) 列所示, 距离核心站点 0 ~ 100km 的企业出口韧性显著受到中欧班列开通的影

响, 而 100km 外的企业出口韧性则在 5%的水平性上未受到显著冲击。 因此, 本文

将距核心站点距离 100km 以内的陆路运输企业作为处理组, 其他陆路运输企业为

对照组。 如第 (4) 列所示, 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为 0. 122, 表明随着中欧班列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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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重庆团结村为例, 在重庆团结村所在城市内 (重庆市) 的陆路运输出口企业为处理组, 重庆市毗邻

省份的陆路运输出口企业为对照组; 距离重庆团结村站 100km 范围内的陆路运输出口企业为处理组, 100km
范围外到毗邻省份的陆路运输出口企业为对照组。

 

计算公式: e0. 239 -1≈0. 27, 下同。



通, 核心站点 100km 内的陆路运输企业比其他陆路运输企业出口韧性提升

12. 98%①。 此外, 本文还发现随着距核心站点距离的扩大, Dit 的系数逐渐减小, 促

进作用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 由于以临界距离作为处理组的策略比策略一更加精

确地识别个体企业是否参与中欧班列, 因此将该策略作为参考的主要依据②。

表 2　 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

变量 (1) (2) (3) (4) (5) (6) (7)

辐网范围
省级行政
范围内

市级行政
范围内

50km 100km 150km 200km 250km

Dit
0. 0534 0. 239∗∗∗ 0. 115∗∗ 0. 122∗∗∗ 0. 0718∗ 0. 0538 0. 0572

(0. 0478) (0. 0660) (0. 0512) (0. 0394) (0. 0391) (0. 0398) (0. 039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6
 

411 26
 

411 26
 

411 26
 

411 26
 

411 26
 

411 26
 

411

R2 0. 212 0. 213 0. 212 0. 213 0. 212 0. 212 0. 212

注: 括号内表示聚类到企业的标准误;
 ∗∗∗ p<0. 01,

 ∗∗ p<0. 05,
 ∗ p<0. 1。

(二) 内生性检验

本文可能存在两个内生性问题: 一是选择性偏差, 核心站点设立可能并不是严

格外生的政策, 而是由政府决策规划决定的; 二是互为因果, 企业集聚所引致的市

场势力也可能会影响中欧班列的区位选择。 本文以企业所在城市地形起伏度和第二

产业 GDP 交乘项构建工具变量, 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当城市的工业产能较大时,
需要运力较大的运输方式输出产品, 与中欧班列的开通具有相关性; 第二, 当前平

原、 丘陵等地区的铁路建设基本完成, 但地形起伏度较高的地区铁路仍具有发展潜

力, 与核心站点选址紧密相关。 同时, 地形状况对铁路建设是外生的, 且第二产业

GDP 也是平缓变化的过程, 两者不会直接影响企业出口韧性对中欧班列的响应程

度, 满足外生性。 表 3 显示③, 加入了工具变量的结果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在缓解了内生性的情况下, 中欧班列的开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韧性提升,
且 F 统计量大于 10,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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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探究的受中欧班列冲击的出口韧性提升在 12. 98% ~ 27%之间, 由于是当年的出口增长率与金融危

机的负向出口增长率 ( -14. 9%) 进行比较, 同时核心站点内城市行政范围内的企业距离更近, 其出口韧性

受到中欧班列冲击的影响更大, 两者导致出口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程度相较于出口增长率更大, 变动在合理

区间范围内。
限于篇幅, 完整回归结果未列出,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

目查阅、
 

下载。
限于篇幅, 完整回归结果未列出, 查阅同前。



表 3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Dit
0. 579∗ 0. 719∗∗

(0. 317) (0. 366)
控制变量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N 4
 

250 4
 

184

F 统计值 231. 71 190. 67

注: 括号内表示聚类到企业的标准误;∗∗ p<0. 05,∗
 

p<0. 1; 本文还考虑了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分别加入

年度-行业、 省份-行业、 省份-产品以及年度-省份的固定效应, 实证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三) 异质性处理效应

交错 DID 估计可能存在异质性处理偏误, 同一处理对于不同个体产生的效果

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可能表现在接受处理后的时长或者不同时点接受处理的组别两

个维度 (刘冲等, 2022) [33] 。 中欧班列核心站点的开通是分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体

的, 可能会将较早接受处理的样本作为较晚处理样本的对照组, 从而造成偏误。 本

文借鉴 Goodman-Bacon (2021) [34] 的分解法进行识别, 通过手动计算不同组别的

比重及估计方向①, 见表 4Panel
 

A。 本文使用 Borusyak
 

等 (2021) [35] 的插补法对

样本估计, 该方法依赖于平行趋势和无预期效应假设。 表 4 显示, 在对处理组进行

分解后的估计量的大小和系数方向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 且造成错误估计的已被处

理的先处理组与还未被处理的后处理组的占比极小, 说明异质性处理效应偏误较

小。 表 4Panel
 

B 显示的是采用插补法的结果, 该结果在 10%的水平上正向显著,
估计值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4　 异质性处理效应分析

Panel
 

A: 识别异质性处理效应

组别 占比 估计值

先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 0. 32 0. 1123

后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 0. 41 0. 1652

从未处理组、 先处理组与还未被处理的后处理组 0. 15 0. 0817

已被处理的先处理组与还未被处理的后处理组 0. 12 0. 0506

Panel
 

B: 异质性—稳健估计

估计值 P 值

0. 0852 0.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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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本文样本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需要进行手动计算。



五、 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一)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的基本前提是处理组如果未受到政策干预, 其趋势应与控制组一样。
本文借鉴卢盛峰等 (2021) [36] 的方法进行检验。 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年度虚拟

变量, 考察各年度处理组和对照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图 2 显示, 中欧班列开通前

的年度虚拟变量不显著, 而当年及以后年度虚拟变量均显著为正, 满足平行趋势假

定。 进一步, 系数的逐渐扩大表明中欧班列对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不断增强, 可

能的原因在于贸易网络效应 (内部贸易网络效应和外部贸易网络效应) 随年份的

增加而不断累积, 促进了中欧班列对企业出口韧性的正向影响效果。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注: pre∗表示政策发生前∗年, post∗表示政策发生后∗年, current 表示政策发生时间。 纵轴表示平行
趋势各期回归系数值。 垂直线表示各年份的系数显著性, 当垂直线穿过水平线 0 时, 表示该年份在 5%的水
平下不显著。

(二) 安慰剂检验

本文利用总样本 20%的数据为企业随机抽取 2007—2014 年中的某一个年份作

为其政策发生时间, 重复进行 500 次模拟。 由图 3 可以看出, 安慰剂结果估计系数

在 0 附近区间波动, 而本文估计的真实系数为 0. 122, 两者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了

安慰剂检验①。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 考虑溢出效应的政策处

理效应, 采用泊松分布回归, 排除金融危机的影响, 排除贸易中介的影响, 排除企

业出口经验的替代性解释。 结果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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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节将不受中欧班列影响的江海、 航空运输方式的样本保留, 剔除陆路运输的样本, 将中欧班列

100km 范围内企业作为伪处理组, 结果表明不受中欧班列开通影响的企业受到冲击时出口韧性并没有显著提

升, 因篇幅限制, 结果未列出, 查阅同前。

 

限于篇幅, 完整回归结果未列出, 查阅同前。



图 3　 安慰剂检验

六、 作用机制: 贸易网络效应

本文认为有两个可能的渠道作用于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 第一

个渠道是内部贸易网络效应。 中欧班列开通加强了企业间的产业集聚, 信息交流更

加频繁 (孙浦阳等, 2022)。 第二个渠道是外部贸易网络效应。 中欧班列的开通使

企业与欧洲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 原因如下: 一方面中欧班列的开通拓宽了企业出

口欧洲市场的运输通道, 增加了企业的贸易量和运输量 (刘斌等, 2022), 贸易往

来频繁使得市场间的关联度增加; 另一方面中欧班列拥有统一品牌标志, 能够提升

目的国市场消费者对中欧班列运输产品的认知能力, 从而促进企业与目的国的市场

关联。 两者的共同作用能够大幅降低企业的非贸易成本并弱化信息不完全的负面影

响, 促进企业出口更加稳定。
表 5 第 (1)、 (2) 列交互项预期符号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中欧班列

的开通使辐网范围内的企业形成了内部网络效应, 产业集聚效应增强, 中欧班列不

仅为企业正式或非正式接触交流提供了平台, 也促进了企业间的示范—模仿效应,
提高了企业出口韧性。 第 (3)、 (4) 列交互项在 10%的水平性上不显著。 表明中

欧班列可能并未通过外部贸易网络效应显著作用于企业出口韧性。
以上结果表明,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 中欧班列的开通

主要通过内循环促进企业出口韧性, 中欧班列因其物流资源的集中和服务体系的完

备集聚了大量企业, 形成了企业间的良性互动, 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出口安全稳定。
裴长洪和刘斌 (2019) [37] 认为中欧班列的开通形成了运输物流—贸易—生产—运

输物流—贸易—生产的新循环模式, 但该模式与外循环紧密相关, 而本文发现中欧

班列的开通形成了核心站点—物流资源集中—企业集聚—良性互动—资源整合—贸

易的新的内循环发展模式。 因此, 中欧班列不仅仅是连接中国与欧洲市场的通道,
也是通过核心站点维系企业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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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欧班列开通形成的贸易网络效应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4)

作用机制 内部贸易网络效应 外部贸易网络效应

Dit
0. 0338 0. 0756∗ 0. 0893∗∗∗ 0. 120∗∗∗

(0. 0393) (0. 0451) (0. 0332) (0. 0397)

Dit × channel 2. 079∗∗∗ 1. 926∗∗∗ 0. 0321 0. 153
(0. 721) (0. 731) (0. 209) (0. 231)

channel
0. 906∗∗∗ 0. 762∗∗∗ 1. 154∗∗∗ 1. 105∗∗∗

(0. 0915) (0. 123) (0. 0848) (0. 107)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40
 

247 26
 

411 40
 

247 26
 

411

R2 0. 189 0. 215 0. 191 0. 218

注: 括号内表示聚类到企业的标准误;∗∗∗ p<0. 01,∗
 

p<0. 1。

七、 异质性分析

(一) 出口产品集中度差异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会作用于企业的出口产品组合 (孙林等, 2023), 企业出

口产品偏度的调整可能会导致不同企业出口韧性存在差异。 一方面, 企业出口集中

于核心产品能够降低其边际成本 (Mayer
 

et
 

al. , 2014) [38] , 使企业提升抵御风险冲

击的能力; 另一方面, 企业开展产品多样化策略, 能够分散部分可能因贸易壁垒、
经济周期等导致的潜在风险 (Esposito, 2022) [39] 。

本文根据各年出口产品偏度①  

( skewnessit  ) 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 当企业 i
在 t 年小于该中位数, 表明企业采取多样化的策略, 出口主要分布于非核心产品。
否则, 企业采取产品集中化的策略, 产品出口主要集中于核心产品。 由表 6 第

(1) 列的结果可知,
 

Dit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采取产品多样化策略的出口

企业在中欧班列开通的冲击下, 出口韧性提升显著, 也从侧面验证了分散产品出口

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贸易稳定性。 而第 (2) 列的结果在 5%的水平上不显著, 表

明产品集中化策略在中欧班列开通下对企业出口韧性提升没有显著作用。
(二) 省份层面的交通运输网络差异

企业出口改善也受益于交通运输网络状况, 区域交通网络越密集, 则运输成本

越低 (Coşar
 

and
 

Demir, 2016)。 由于企业与中欧班列核心站点仍存在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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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中,skewnessit =
nax (expipt)

∑p (expit)
, ∑p expit 和 (expipt) 分别表示企业 i 所有产品类 p 在 t 年的总出口额和所

有类别 p 中产品销售最大产品的出口额。



企业也要承担一定的国内运输成本。 因此, 如果企业所在地区的交通网络密集, 能

够向企业提供多种物流配送路径, 货物运输至中欧班列核心站点将更加便捷。 因

此, 本文认为企业所在地区的交通道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差异会影响中欧班列对企业

出口韧性提升的效果。
本文根据各年各省份的交通道路长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 当企业 i 在 t 年

所在地区小于该年交通道路长度的中位数, 表明该企业的运输环境相对较差, 反之

相对较好。 由表 6 第 (3) 列结果可知, Dit 在 5%的水平上不显著, 中欧班列开通

对国内运输环境相对较差的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 而第 (4) 列的结

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国内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促进中欧班列对企业出

口韧性的提升作用。

表 6　 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异质性分组
产品组合 省内交通网络 风险敞口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Dit
0. 142∗∗∗ 0. 0551 0. 254∗ 0. 135∗∗∗ 0. 135∗ 0. 106

(0. 0528) (0. 101) (0. 143) (0. 0438) (0. 0707) (0. 07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5
 

266 5
 

868 3
 

104 21
 

616 17
 

479 18
 

323

R2 0. 255 0. 360 0. 377 0. 229 0. 1110 0. 1110

注: 括号内表示聚类到企业的标准误;∗∗∗ p<0. 01,∗
 

p<0. 1。

(三) 企业风险敞口差异

基于金融风险管理理论, 风险敞口越大, 企业对国际价格、 贸易量更加敏感,
会影响企业出口的稳定性, 因此风险敞口较大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居于劣势地位,
对出口稳定需求更加迫切。 一般来说, 企业出口目的国的数量越多, 则企业的风险

意识就越强,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风险分散 ( Manova
 

and
 

Zhang, 2012) [40] 。
但是如果企业所出口的目的国本身就存在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不确定性, 则会影响

企业的出口表现。 因此, 本文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将各目的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聚

类到企业层面的平均值, 以识别企业间的出口风险敞口差异。
本文根据企业层面风险敞口各年的中位数, 将样本分为两组: 第一, 小于中位

数则表明该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较低, 外部需求和贸易环境较为平稳; 第二, 大于中

位数则表明该企业所面临的风险较高, 目的国市场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由表 6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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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的结果可知,
 

Dit 在 5%的水平上不显著, 中欧班列开通对风险敞口较低的企

业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第 (6) 列的结果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中欧

班列的开通能够显著提升风险敞口较大企业的出口韧性, 有利于调节企业间的风险

差异。 同时, 也验证了中欧班列对于风险更高的企业来说, 效果更加明显。

八、 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07—2014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以陆路运输出口企业为样本, 结合交错 DID 系统考察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企业出口

韧性的影响。 结论如下: 中欧班列的开通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出口韧性; 中欧班列

通过增强内部贸易网络效应提升企业的出口韧性, 表现为企业间所形成的行业集

聚, 加强了企业间的联系;
 

产品多样化、 地区内的交通道路网络密集和风险敞口较

大的企业在受到中欧班列冲击下出口韧性提升效果更大。
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背景下, 促进多边合作体系框

架下的贸易便利化, 培育以交通枢纽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集聚, 打造交通枢纽的智能

化信息服务平台和中欧班列品牌; 既要关注中国企业出口的高质量发展, 更要注重

深化区域经贸合作, 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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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of
 

China-Europe
 

Freight
 

Trains,
 

Trade
 

Network
 

Effects,
 

and
 

the
 

Export
 

Resilience
 

of
 

Chinese
 

Companies
SUN

 

Lin　 CHEN
 

Shuang
Abstract: This

 

study
 

utilizes
 

matched
 

data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
base

 

and
 

Chinese
 

Customs
 

Database
 

from
 

2007
 

to
 

2014.
 

Taking
 

the
 

opening
 

of
 

China-Eu-
rope

 

freight
 

train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and
 

employing
 

an
 

interweaving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causal
 

effects
 

of
 

the
 

China-Europe
 

freight
 

train
 

opening
 

on
 

the
 

export
 

resilience
 

of
 

Chinese
 

companies
 

based
 

on
 

the
 

network
 

effect
 

theory.
 

A
 

theoretical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pen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export
 

resilience
 

of
 

Chinese
 

companies
 

within
 

the
 

radius
 

of
  

core
 

station
 

network,
 

confirming
 

the
 

existence
 

and
 

impact
 

boundaries
 

of
 

network
 

effects.
 

The
 

China-Europe
 

freight
 

trains
 

improve
 

the
 

ex-
port

 

resilience
 

of
 

Chinese
 

companies
 

mainly
 

by
 

strengthening
 

internal
 

trade
 

network
 

effects.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for
 

Chinese
 

companies
 

with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dense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and
 

higher
 

exposure
 

to
 

risks.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evidence
 

to
 

promote
 

the
 

safe
 

and
 

stable
 

export
 

of
 

Chinese
 

companies
 

and
 

offers
 

alternative
 

paths
 

to
 

address
 

critical
 

bottleneck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
tional

 

dual-cycle
 

development.
Keywords:

 

Export
 

Resilience;
 

China-Europe
 

Freight
 

Trains;
 

Trade
 

Network
 

Effects;
 

Transportation
 

Costs;
 

Network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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